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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潜在逻辑

○刘 静

摘 要: 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发挥海外华人华侨在国际舞台中的作用与力量，遵循

着经验、学理与实践三方面的逻辑。于经验层面，华人华侨从聚居到散居的社会事实回应了华人华侨构建共同

体的可能性。于学理层面，客观的族群符号、反身的文化认同和指向性的集体记忆使有聚有散的海外华人华侨

生成“形散神不散”的不朽凝聚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有层次、有重点、可利用的互动和情感网络，构建

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于实践层面，华人华侨长期保持的松散聚合关系通过共同体的范式转换，不仅实现了对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还恰好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调动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积极性，不仅有助于改善华人华侨的海外生存发展环境，推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还

有助于构建共生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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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海外华人华侨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不仅是当今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人脉资源，

也是中国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基础。习近平在 2014 年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
谊大会代表时提到，全球化时代跨国合作不断加强，海外中华儿女可以更好地参与中华民族复兴

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两项大业。① 2017 年，习近平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2021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
作条例》，新增了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一章，强调海外统一战线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最大公约数，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在不同时期强调新形势下要以 “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② 为目标，促进华人华侨更好地游走在国际舞台上，参与对接人类命
运共同体建设。
梳理学界研究发现，海外华人华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研究目前主要可以分为功能论和

实践论两大视角。功能论侧重强调华人华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上发挥重要功能，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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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华人华侨在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① 能够在全球经贸合作、文化交流、
科技合作及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② 也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③

实践论侧重强调华人华侨作为实践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主要观点有: 华人华侨通过迁徙、适应
与融合，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参与者、贡献者。④ 华人华
侨一边积极融入所在国社会，一边保持与祖籍国的密切联系，双向促进了中外互利互益。⑤ 华人
华侨作为中国沟通世界的重要 “纽带”和 “桥梁”，与所在国家人民一起为世界发展创造机
遇等。⑥

不论是哪种视角，现有研究都主要从“华人华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发挥什么作用，
怎么发挥作用”等角度展开，将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逻辑 “应然”，缺乏对其
参与“实然”逻辑的必要分析。笔者认为，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遵循着经验、
学理、实践三方面的潜在逻辑。具体而言，在海外社会居住生活的华人华侨从聚到散，首先能够
构成共同体; 其次，具有群体凝聚力，可以形塑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 最后，通过共同体的形态

转换得以实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范式的衍化、延伸与超越，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就
此观点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二 经验逻辑: 华人华侨能否构成共同体?

在不同的时期，相异的地理空间，海外华人华侨与不同的种族、信仰、语言、文化、生活方
式等要素并存且博弈，构成了广义的全球华人在地化的社会融入图景，也相应地形塑出海外华人

社会或华人社区的共同体形态。实际上，学界针对 “华人华侨居住生活的不同社区形态是否构
成共同体，构成什么样的共同体”等问题有着不迭论争。总体来看，学者们基本同意将华人华
侨传统聚居型社区视为共同体，而对散居形态的华人社群是否构成共同体持有疑议。笔者认为，
从滕尼斯对“共同体”的定义来看，不论是聚居华人社区还是散居华人社群，都不能直接等同
于昔日理想状态下“亲密、秘密、持久、真正的生活”。不过，从抽象层面来看，构成共同体的
本质意志所强调的情感联系、归属感、认同感又处处体现于海外华人社区之中。加上广大海外华
人接受并认同他们是 ethnic Chinese 的说法，同时广大华侨也认同他们是 overseas Chinese，因而
可以说，华人华侨社区形态呈现出了以 Chinese 为圆心的共同体取向。不过，根据不同时期、不
同地域华人华侨居住格局的差异又可划分为两类共同体: 聚居社区的 “类共同体”与散居社群
的“想象共同体”。
( 一) 聚居社区: “类共同体”形态
在滕氏看来，共同体是持久和真正的公共生活，⑦ 共同体的基本类型以血缘、地缘等自然属

性联结的首属群体为主。长久以来，中国人向海外移民拉开了与祖国和家乡的时空距离，但实际
上保持着与家乡血缘、地缘等初级群体的密切联系。除了远距离的跨国关联之外，这种联系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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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早期海外华人华侨在地化生成的五缘关系上。历史显示，早期华人移民在异域的生存状态并
不乐观，他们不懂当地语言、文化、法律与社会规范，还时常遭受到当地人的歧视、侮辱甚至陷
害。为了抵抗外来压力，他们居住在一起互帮互助，依靠 “我群”力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
不同的华人社区，呈现出“类共同体”形态。
在早期全球华人社区中，东南亚华人社区较具代表性。东南亚是中国早期华人移民向外输出

的重要地区。自“下南洋”肇始，到中国近现代出现大规模向外移民，东南沿海一带的男性劳
动力向外谋生，散居四方，努力在海外立足并试图维持 “家”的根基。为了开发并维系更多资
源，定居东南亚之后的华人男性迎娶当地马来族或其他族女性，主动融入当地族群，适应当地文

化，逐渐形成后来的土生华人族群 “峇峇”“娘惹”。作为土生华人女性的 “娘惹”在婚配模式
中不被允许与当地其他族群通婚，只能嫁给华人移民或其后裔。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现象深刻
说明中国重视父系亲属关系的文化偏好已经在异域传承和延续。① 整个族群呈现出以血缘关系、
情感联系为基础的共同体特质。父系的血缘认同使他们紧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与中国有密切关联
的特殊族群，呈现出有共在感、认同感的“类共同体”形态。
在欧美社会，海外华人华侨的在地融入是晚近几十年才发生的事。长期以来，“唐人街”作

为广大海外华人聚居、工作和生活的场所，为从没去过中国的西方民众提供了认识和了解中国的
窗口。不过，对于早期华人移民而言，唐人街的意义远不只是空间化的场所，还为他们提供了身
在家乡般的归属感。从美国来看，旅美华人从在唐人街安家到在唐人街谋业，一方面彰显出聚居
族裔经济兴衰的逻辑，② 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早期旅美华人抱团取暖、共谋生存的经济共同体取
向。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一代又一代中国移民在唐人街式的聚居华人社区中守望相
助，共谋发展，使社区呈现出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等叠合形态。在聚居社区形
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重视地缘、血缘、业缘、神缘与文缘等关系的搭建，内隐地强
调群体的共生关系与共同参与，使这类聚居社区迸发出 “类共同体”般的倾向与力量。
( 二) 离散社群: “想象共同体”形态
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离散社群” ( diaspora) 最早只用于指代远离故土的犹太人与亚美尼

亚人，隐喻地表达他们四散各地的流离失所感。但如今，随着信息科学和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
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离散”这一概念已经没有了原初依恋故土和无家可归的悲凉色彩，多用
于指代全球移民分散化的新常态。
随着老移民慢慢离开聚居社区，新移民不断涌入海外，华人华侨整体的受教育水平、收入水

准、社会融入程度有了明显提升，离散的华人社群也开始走进全球视野。通常意义上来讲，“离
散社群”作为跨国群体，他们的生活除了与“家园”“故土”等意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还保留有
鲜明的移民社区特征，例如文化多样性、惯习跨国性等。③ 定居他国或跨国居住的离散华人华侨
也不例外，他们在文化与情感等方面保持了与祖籍国或祖籍地密切联系的同时，也呈现出认同与

惯习的多元变化。④ 不过，他们更多秉持一种包容开放的心态，试图超越国籍与身份的割裂关
系，直至在异国达到“他乡亦是故乡”的深度认同。因此，离散华人华侨的凝聚和认同往往是
多维的，其所组成的社群也呈现出多维元素的主导性，如方言社群、宗亲社群、行业社群、商会
社群以及晚近出现的网络社群等。虽然这些社群规模不一、维系纽带不同，但各类群体的凝聚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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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虚假意识或幻象，而是真实客观存在的。换言之，离散的华人华侨通过生活实践与社会融
入，形塑出地域边界感模糊、群体边界感清晰、具备主观认同意义的 “共同体”。这种 “共同
体”凸显出国别之外的文化或族裔身份，创设出 “海外华族” (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Chinese)
身份的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全新身份认同。
“共同体”形态离散社群的形成经历了海外华人华侨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离散华人的聚合
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重视的 “家”概念的延伸，其所构成的 “共同体”是一个有共同记忆、
文化、命运、价值目标的整体，是一种有重大价值意义、带有跨国主义色彩的共同体框架。① 它
不是机械的，而是有机的。在华人华侨分散地适应与融入当地的过程中，他们将文化认同、血缘
认同、族群认同叠合为一，在多元认同中将 “我群”擢升为 “华人文化共同体”②，并逐渐形塑
出以“华”为“神”，“形散神不散”的 “想象共同体”，不断促进着中华文化与价值理念在全
球的传播与环流。

三 学理逻辑: 华人华侨何以构成共同体?

凝聚力是群体建构共同体的基本要素，也是华人华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源泉。
理解早期华人构成唐人街、飞地 ( enclave) 等聚居社区并非难事，但在全球化加速时代，当同
乡、方言等纽带意义渐趋弱化，何以理解晚近新移民群体的聚与散，为何他们仍然能够实现离散
背景下的聚合和聚合基础上的认同? 当下从学理层面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 一) 族群符号的客观性

在移民国家，体质是划分族群的一个重要指标。尤其在欧美社会，根据体质差异而来的种族
歧视已经成为严重的政治正确问题。华人作为移民群体中的一支，以身体发肤的形式彰显着鲜明
的亚裔属性。从他们定居，获得身份，挣扎在话语权边缘，再到深入主流社会，争取族裔权利，
不断提升族裔地位，身份认同不再是一个人、一家人的事，而成为一种集体的行动与实践。
不过，以生物学和人种学分类标准为依据的族群符号并非仅仅体现在体态特征的差异上，还

折射在体质与文化的互依关系上。如韦伯所指，族群除了在外貌特征、习俗上具有相似性，也在
主观上相信自己拥有共同的祖先或移民记忆。③ 也就是说，族群并非仅仅是生物学意义的，也具
有鲜明的社会意义。语言、信仰、文化符码等特质可以通过身体展现出来，身体为个体认同提供
了载体与条件。虽然伴随人群迁移和种族交叉婚的结合，后代的身体特征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
但群体惯习的相似性将在一段时间之内持续蔓延。也就是说，在族群识别的意义上，身体与文化
存在着某种重合。这种重合为个体提供了身份边界意义上 “我属于这个群体”或 “他不属于我
们群体”的直觉。在日常生活的不断互动中，“内外有别”的群体意识逐渐生成。虽然现代性的
力量在不断强化、弱化甚至改变着族群属性和群体认同，但身体特征与文化惯习黏合的系列特征
仍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了客观的、可被“他者”识别的族群符号。
( 二) 文化认同的反身性

由于国籍身份具有非固定性，移民个体主观层面的认知与认同就显得愈发重要。实际上，华
人华侨通过与“他群”的互动认识自我、认清自我并坚定 “我本如此”的反身性自我认同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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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77—86 页。
李鸿阶、童莹: 《海外华侨华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研究》，第 3—9 页，第 56 页。
叶江: 《当代西方“族群”理论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第 82—88，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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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萌芽。①

在海外社会，华人华侨与祖籍国的时空关系被切割，传统文化实践的场域也发生了转换。随
着华人华侨融入程度、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移民个体对传统聚居社区的依赖性也大
幅下降。慢慢地，华人移民逐渐成为脱域的 “想象共同体”。从聚居社区到脱域共同体，文化成
为联结华人华侨的关键纽带。在很多地方都能发现，海外华人华侨除了致力于将中华传统民俗发
扬光大，还力求将中国春节纳入当地公共假期，为所属族群争取权益。他们广泛举办中国日、中
华日等特色活动，通过“移植”中华文化传统，“再造”海外华人文化，在跨时空场域中主动找
寻心理安全感和文化认同感。通过在地化的民俗实践，海外华人华侨以中华文化为线，编织出一
张“华族 ( ethnic Chinese) 之网”。通过特殊的岁时节令和线上、线下的文化活动，广大华人华
侨乃至海外中国留学生等群体被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在当地社会主动铺陈主体化的文化表述，
建构内在群体文化时间的共在感，平衡 “我群”亚文化与当地主流文化的关系。因此，被异置
他国的中华文化事项并非是对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简单复制，也深刻包含了海外华人华侨反身性

的文化嵌入与再造。
对于不少海外华人华侨而言，身份认同是其一生都在面对和省思的问题。在他们与当地主流

文化互动与博弈的过程中，“他者”与“自我”须臾不可分离。海外华人华侨也在开展文化实践
和阐释自身文化的过程中反身性促进了群体文化认同的构建。
( 三) 集体记忆的指向性

记忆不仅事关人的神经—精神系统，② 也是个体认知过程中一种深刻的自我观照。个体记忆
不等同于人本能的记住，而是人有意识选择和筛选的结果，集体记忆亦如此。但当下的社会背景
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
创造新的集体记忆，以凝聚新的族群认同”③。
海外华人华侨的日常生活通常是缺乏历史记载的，不同代际的记忆差异更是显著。因此，选

择什么样的记忆内容对于华人华侨就显得至为关键。日常生活实践作为华人华侨与当地社会交融
的助推剂，也是“家国之外”的海外华人华侨个体记忆的主要内容。在跨时空切换的异国，华
人华侨对过往所熟悉的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记忆不再是单纯的复制。伴随不同代际的移民
有意识地筛选与讲述，记忆不断跨越个体的生命长度。长期以往，经由无数个体累积的集体经验
逐渐被嵌套在某个固定维度。记忆也由此获得一种高度凝练的集体意义。于是，超越个体差异的
集体性表述得以生成。通过集体有意识的重复阐释与讲述，记忆指向性地作用于不同代际的个
体，完成一代又一代的继替，形成群体共同的历史，创造群体归属感。

从学理层面来看，客观的族群符号、反身的文化认同和指向性的集体记忆作为逻辑主线，将
有聚有散的海外华人华侨串联起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海外延伸，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
与不同群体有层次、有重点、可利用的互动和情感网络，构建出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

四 实践逻辑: 华人华侨何以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共同体不再停留在学术语境对昔日自然而然、亲密、和睦、单纯小圈子生活的唏嘘

①

②
③

朱靖江、高冬娟: 《虚拟社区中自我认同的反身性重构———基于移动短视频应用“快手”的人类学研究》， 《民族学刊》
2019 年第 4 期，第 47—53 页，第 112—114 页。
扬·阿斯曼、管小其: 《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学术交流》2017 年第 1 期，第 10—15 页。
王明珂: 《华夏边缘: 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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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追思，① 而成为了现代社会对未来的价值追求与实践愿景。从共同体特性来看，华人华侨长期
保持的松散聚合关系，愈发呈现出族群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的多元范
式切换，不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还恰好对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思维，有助于促进全球价值的共通共融。
( 一) 象征性范畴: 族群共同体

陈志明认为，华人华侨虽然生活在不同地域，受不同政治制度与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群体本

身仍有相当的同质性与独特性。他认为，中国文化符号及其象征通过延续、变迁和转型，使海外
华人华侨在民族学意义上构成 “华人文化圈” ( Chinese ethnological field) 。② 杜维明所界定的
“文化中国”与陈志明所提出的 “文化圈”在一定意义上有相通之处，但他的 “圈层观”已远
远超过了华人华侨本身。在杜维明看来，“文化中国”有三个圈层，第一层由中国大陆、港澳台
和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构成; 第二层为遍布于全球的离散族裔所构成的华人社会; 第三层为国际

视野中从事中文或中国研究的个体。③ 在第三层中，杜维明将与中国相关的学者、知识分子甚至
喜爱中国文化的受众广泛囊括进来，极大地模糊了族群与文化的边界。但不论是 “华人文化圈”
还是“文化中国”的说法都显示中华文化在全球维度存在巨大吸引力，能够形成以 “中华文化”
为圆心，层层相连、向外拓延的“文化圈层”。从象征性范畴来看，这种文化圈的本质就是以文
化为牵引，将喜欢、认同中华文化的不同族群广泛联系、凝聚在一起。
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背景下，共同体的基本结构总是相对松散的。华人华侨的政治身份虽然

有所不同，但通过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建构有效的 “中华文化网”，不仅能够最低限度实现
“海外华族”的凝聚，也能突破群体边界，极大地促进友华人士的聚合。
总之，从象征性范畴来看，海外华人华侨并非把我群文化建设停留在纯粹而浪漫的传统依

恋，还通过广泛吸收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多元群体，增强群际关系的黏合度与聚合力。从这一维
度而言，华人华侨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海外的衍化与延续，通过跨地域的文化展演与文化表

述，促进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推动世界感知中国。
( 二) 功能性范畴: 利益共同体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人类所努力争取的一切，往往都与他们的利益直接相关。④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同主体的合作关系中，如若一方秉持过于狭隘的义利观和零和博弈思维，结

局势必是矛盾与冲突的交织。只有秉承互惠互利的合作观，从共同利益视角出发，相互协作、优
势互补、资源共享，合作关系才能够长久。
中国人移居海外的时间与原因虽然各有不同，但是，近代以来持续和大规模人口外流往往都

与经济交流和发展的需求紧密关联。庄国土曾深度剖析早期海外华人华侨主导的东亚经贸圈，指
出华商与中国构建出致密的经贸网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东南亚华人华侨与中国仍在一

个文化圈的范围内，交流与交易的成本较低; 二是中国经济发展及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世界贸易网

络的需求使然。⑤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与各国经贸合作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甚
至与西方国家在金融资本、技术创新等领域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合作规模再

①
②

③
④
⑤

［英］ 齐格蒙特·鲍曼: 《共同体》，欧阳景根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6 页。
陈志明: 《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段颖、巫达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年，第
11—13 页。
杜维明: 《杜维明文集 ( 第五卷) 》，武汉: 武汉出版社，2002 年，第 391—411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 年，第 82 页。
庄国土、刘文正: 《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华商网络、移民与一体化趋势》，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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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大，合作领域也随之变宽。尽管双边合作共赢关系的达成受政治、经济、军事等多重因素的
叠加影响，但是，只要符合各自的核心利益诉求，能够达成集体利益共识，往往就可以建立稳定

的合作关系。近年来，华人华侨与中国持续深化互动与合作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自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少华人华侨充分发挥自身熟悉所在国家语言、文化、政策、法律
的比较优势，积极寻求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利益结合点，深度参与中资合作项目，不仅为
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深化了中外的互联互通，实现了与中国的互

惠共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格局的构建。
因此，从功能性范畴看，华人华侨的凝聚已然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式超越。他们除

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保持文化共通的属性之外，还通过探索合作途径，拓宽合作领域，提高合作

水平，谋求利益共识，形成互利互惠的利益共同体，促进全球多边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 三) 伦理性范畴: 责任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逐渐暴露出弊端与不

足。一些治理难题的不断涌现使西方治理模式与治理能力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在充满不确
定性的情况下，为了充分维护自身利益，西方发达国家霸权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反建制主义、
民粹主义等思潮开始抬头，引发逆全球化趋势。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留意到，海
外华人华侨在与祖 ( 籍) 国、所在国家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还存在多国的生活实践。① 跨国主
义视角下的华人华侨深度关注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严峻的新问题，充分展现了参与全球治理的
责任担当。
例如，2020 年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初期，海外华人华侨第一时间组织捐物、捐款，不

断征集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抗疫物资支援国内重点疫区的抗疫实践。后来，疫情在全球范围
迅速蔓延成为“大流行病” ( pandemic) ，华人华侨又积极投身所在国家的抗疫一线，为社会公
益事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疫情防控付出 “双线程”或 “多线程”
的努力与贡献。② 后来，西方社会故意炒作“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等谬论，将全球疫情问题
归咎于中国和华人，还结合其舆论场长期散布的 “中国威胁论”，刻意扭曲放大西方社会民众的
恐惧心理。在极具种族主义色彩的舆论攻击下，全球多国出现对海外华人华侨乃至亚裔的社会歧
视，甚至出现了种族暴力等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华人华侨在海外社会的正常生活。随
后，除了主动参与抗击全球疫情，华人华侨还积极参与应对欧美国家的种族歧视与排外行为。在
美华人华侨还通过“街站”、游行示威等活动大力支持非裔维护生命尊严并保护群体权益，打破
沉默“哑裔”的刻板印象，挺身反对西方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
从伦理性范畴看，华人华侨不仅主动参与、协同、衔接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多方

面的交流，还以全球治理主体的角色出场，致力于破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的难题，形塑出群体的责

任共同体取向。通过跨种族、跨国界、跨文化的民心相通与情感共融，华人华侨奏响了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前奏”，对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旋律。
( 四) 价值性范畴: 生命共同体

除了全球政治经济局势的演变与挑战之外，资源、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变化也给人类的生存
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自然灾难来临时，不区分个体的年龄、性别、族群、国籍等身份，直接作
用于全部生命。因此，不论个体栖居何处，在群体的聚散之间构成何种形态的共同体，其前提和

①
②
潮龙起: 《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义理论》，《史学理论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52—63 页，第 160 页。
曾少聪、陈慧萍: 《海外华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举措及贡献》，《世界民族》2020 年第 6 期，第 7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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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都是人类的共生与生命的存续。
近百年来，世界格局的调整与全球极端天气的频发推动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全人类开始

思考“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提出的国际环境治理方案不仅得到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
支持，也受到广大海外民众的关注。不少人对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表示认可，也渐
渐意识到，构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共处关系的 “生命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文
明不可阻挡的趋势。① 事实证明，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不可复
制。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的 “探路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体布局中，强调并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举措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与呼应。
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发表主旨讲话后，不少华人

华侨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们深度赞同人类应敬畏、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各国应携手以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以转型绿色发展为驱动，以国际法为合作基础，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不
少海外侨领也表示，愿意号召全球人民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促进实现双边互惠和多方共赢。②

面对生命的不确定性，华人华侨立足于生命价值，对接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强调人类命运

与共，呈现出突破族群和国家边界、关怀全人类命运的系统性思维。从这一维度来看，华人华侨
所联结的群体亦远远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价值性范畴呈现出对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命

共同体形态。在未来持续而漫长的人类命运共享、共建、共生的构建之旅中，华人华侨及接纳中
国方案的海外民众能够在跨国行动中秉承平等、互动、开放、合作、共享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促
进全球价值的共通共融。
综上，海外华人华侨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共同体范式的多元切换，不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衍化、延伸与超越，还恰好对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思维。

结 语

华人华侨“应然”和“必然”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潜在地遵循着 “实然”维度三方
面的逻辑: 一、在经验逻辑上，华人华侨从聚到散，能够构成共同体并维系共同体的基本形态。
二、在学理逻辑上，族群符号、文化认同和集体记忆使华人华侨保持了共同体般 “形散神不散”
的不朽凝聚力，也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不同群体建立起家园认同、民族认同、人类认同，进
而在差序化认同中形成多元的重叠共识，构建出多样化的共同体形态。③ 三、在实践逻辑上，华
人华侨凝聚而成的共同体并非处于静态，而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变迁之中，通过人类命运的价值延

展，促成群体跨地域、跨文明、跨文化的认同共生。
尽管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并非铁板一块，有着明显的差异，但站在中华民族海外延续和人

类命运与共的双重维度，华人与华侨显示出深刻的关联性与共通性。于华人，是以认同为桥梁，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引领，促进中西文化与价值的互鉴与交融; 于华侨，是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争取国际友好环境。整体而言，生活在跨时空、
跨族群、跨文化、跨地域视角下的海外华人华侨与全人类命运始终深度融合、相连相通。他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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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022 － 03 － 01］ http: / /big5. cri. cn /gate /big5 / taiwan. cri. cn /2021 － 10 － 13 /38b6ee8a － ddd8 － da9a － 210c －
5417c7d81a4f.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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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推动全球的交流互动，促进全人类“认同体、共有体、共同体”① 的
构建。
不过，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鼓励广大海外华人华侨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意在强化对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削弱其他身份认同，而是期望他们能够通过平衡多元认同的关系，在国际

舞台中发挥作用与力量，促进中外交流与理解，② 推动全球与地方的互通互动，促进全球价值的

共通共融。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Overseas Chinese Participating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LIU Jing

Abstract: In the mobile modern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and strength of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y following the logic of experience，theory and
practice． In terms of experience，the social fact that overseas Chinese living in scattered places from some fixed places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overseas Chinese to built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academic terms，objective
ethnic symbols，reflexive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rectional collective memory enable overseas Chinese who lived in concen-
trated and scattered communities to form an immortal cohesion of“scattered－form and concentrated－spirit”，which can es-
tablish a hierarchical，focused and available interactive and emotional network all over the world，forming a diversified com-
munity． In practice，the long and lo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can shift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the commu-
nity，which not only realizes the evolution，extens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but also fits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refore，mobilizing the enthusiasm of overseas
Chinese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ill not only help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overseas to live，promote the virt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but also help to
build a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symbiosis，sharing and win－win results．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Underlying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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